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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关键核心技术实现

重大突破，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是实现社会主义现

代化的远景目标之一。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凭借

劳动力规模形成的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全球分工，在

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方面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

就。然而，依赖劳动力禀赋从低端嵌入由发达国家

所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体系，也导致了关键机器设备

和零部件(以下简称关键设备)高度依赖外部进口的

局面(洪俊杰和商辉，2018)。这种生产分工模式是否

抑制了本土企业和关键设备的自主创新能力，已引

起社会各界普遍的担忧。

发展中国家从工业化国家进口关键设备，不仅

是价值分工的客观结果，也是利用“后发优势”，借助

“干中学”等方式提升自身创新水平的主动选择。理

论上，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鼓励从外部进口先进

的关键设备，不仅可以弥补市场短缺，而且能够加速

技术的内向溢出，增强企业的创新动力 (Conno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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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采用这种引进与进口的创新路径，有助于欠

发达国家在较短的时间以低廉的成本缩小与前沿技

术的差距(Grossman and Helpman，1991；林毅夫和张

鹏飞，2005)。正因为如此，鼓励关键设备进口作为

中国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策略中关键的一环，①一直

被视为弥补国内市场缺口和提升创新水平的重要政

策抓手。大量的机器设备进口缓解了设备缺失的难

题，并助推中国沿海地区的出口增长奇迹(巫强和刘

志彪，2009)。然而，不明朗的是，鼓励进口政策是否

提高了国内企业的创新水平。尤为重要的是，当中

国企业逐步缩小与前沿技术水平的差距时，依靠进

口解决关键设备缺失难题，能否有利于企业形成创

新的内生驱动力。

尽管已有众多理论和经验文献讨论了进口与创

新的关系，但尚未有研究就中国鼓励关键设备进口

的创新效应进行仔细评估。这种评估对明确大规模

的关键设备进口与鼓励政策的联系，以及甄别鼓励

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具有重要作用。理论上，鼓

励关键设备进口首先意味着更多的高质量投入，可

以通过提高中间投入多样性、增强产业联系和增加

知识外溢等方式拓宽企业“再创新”的空间(Fieler et al.，
2018；Goldberg et al.，2010；Keller，2004)。从创新资

金来源看，鼓励政策多以优惠的信贷政策作为支撑，

能够增强企业获取外部信贷资金的能力，进而激发

企业的创新活力。这些理论机制都指向了鼓励政策

对于企业创新的积极影响。不过，随着经验积累和

技术提升，重复的“干中学”效应面临规模报酬递减

的境地(Arrow，1962)，关键设备进口的创新效应将不

断减弱。即便创新效应依然存在，即存在着伴随政

策放大的市场竞争和替代效应，以及研发知识向商

业化应用方向溢出，关键设备进口可能会不断挤压

企业进行基础创新的空间，从而阻碍其自主创新能

力的提升。“再创新”路径的适用性亟待直接而清晰

的评价。

然而，评估关键设备的进口鼓励政策存在很多

难点：①识别关键设备存在困难。不同行业在不同

时期的关键设备可能会有变化，难以找到一个准确

一致的指标将各行业的关键设备甄别出来。②适合

用于科学分析的进口鼓励政策较少。在相当长的时

间内，关键设备的进口由政府主导。直至加入WTO
之后，外贸经营从许可制向实地登记制转变，进口限

制得以放松并逐渐市场化。但市场化基础上的政策

行为是否起作用仍不清楚。③度量关键设备相关的

创新具有挑战性。幸运地是，中国近年的政策实践

为本文提供了一次绝佳的研究机会。具体地，本文

利用 2007-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财政部、商务部共同发布的《鼓励进口技术

和产品目录》(以下简称《目录》)作为政策实验。《目

录》列明了鼓励进口产品的名称和代码，这可以帮助

本文精确识别关键设备的范围。因此，本文讨论的

关键设备特指列入《目录》的产业或产品。为了准确

评估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因果性影响，本文利用《目

录》不定时的动态调整在产品层面所形成的不可预

期的政策冲击建立双重差分(DID)模型，并将纳入《目

录》的产品视为处理组，纳入年份作为经受政策冲击

的时间点。此外，本文利用企业名字对接专利数据

库与中国海关数据库或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获得

了企业以及企业—产品层面 2002-2016年的专利信

息，并构建了专利引用数量、专利市场价值、专利基

础程度等系列指标。

本文的经验研究主要涵盖三个方面：一是在基

准分析中证实了进口鼓励政策对企业创新的积极影

响。平均而言，受鼓励政策影响，进口企业的发明专

利申请数量显著提升2%左右。进一步地，本文还发

现鼓励进口政策对创新质量(以专利被引用数、专利

授权数与专利市场价值衡量)以及企业内关键和非

关键产品的创新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二是发现

刺激关键设备进口和增强企业信贷能力是鼓励政策

发挥作用的重要途径。通过分析进口机制，本文建

立了鼓励政策与关键设备进口之间的直接关联。异

质性分析发现，鼓励政策对国有企业的影响较民营

企业更为突出。三是探讨了鼓励政策对企业创新路

径选择的影响。初步探索显示，受鼓励政策影响的

企业，其基础创新水平显著下降。综合以上三方面

结论，可以认为鼓励政策带来的关键设备进口提高

了下游研发的相对价值，刺激企业从事商业化应用

和创新，这对企业创造短期利润具有重要意义，但鼓

励政策对基础创新的削弱作用，可能会威胁企业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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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长的道路。

本文的边际贡献为：①通过揭示鼓励关键设备

进口政策对企业创新的深刻影响，不仅对创新政策

研究形成重要补充，填补了关键设备进口研究的实

证空白，更积极回应了社会关切的问题。众多文献

考察了以关税削减为主要内容的贸易自由化政策

(Bloom et al.，2016；张杰，2015)和政府补贴等公共政

策(Bloom et al.，2019)对企业创新和生产效率的影响，

但对鼓励进口政策的直接分析却十分缺乏。考虑到

其他发展中国家普遍有着较为强烈地引进先进设备

的需求，中国的经验也能为其他国家提供有益的参

考。②对关键设备进口及其与创新关系的研究，加

深了对技术引进的理解。无论是基于发展中国家的

技术追赶理论，还是企业组织的学习理论，外部技术

引进都是促进自主创新和生产率进步的重要力量

(Kim，1980)。但既有文献很少将技术引进中的“软”

技术(技术和专利授权等)和“硬”技术(机器设备)进行

区分。虽然部分学者注意到设备投资和进口的重要

性(De Long and Summers，1991；巫强和刘志彪，2009)，
但尚未有文献就其与创新之间的联系提供微观证

据。③通过探讨鼓励政策的溢出作用并厘清其影响

机制，本文进一步扩展了进口的技术溢出等相关文

献。研发活动具有本地化特征，但是研发知识可以

通过贸易的方式实现跨国溢出。进口中间产品和资

本设备的国家能够以“干中学”和逆向研发等方式获

取隐含在进口产品内的信息和技术知识 (Keller，
2004；Rivera- Batiz and Romer，1991)。Aghion et al.
(2019)发现，当企业通过出口进入新市场时，来自新

出口市场的专利引用数会显著增加。国内早期文献

也从技术溢出角度强调了进口的作用(谢建国和周

露昭，2009；李小平和朱钟棣，2006)。本文不仅深化

讨论了关键设备对企业内关联产品的技术溢出，而

且分析了伴随主动进口政策的信贷扶持在创新溢出

中的作用，这增强了公共政策的可操作性。④通过

讨论鼓励政策对企业创新水平和创新路径的差异性

影响，本文一方面证实，引进关键设备的确可以加快

企业追赶前沿技术的步伐，这符合既有文献的判断

(Grossman and Helpman，1991；林毅夫和张鹏飞，2005)；
另一方面发现，依赖设备引进的“再创新”策略同时

需要承担削弱基础研究的代价。鼓励政策带来的关

键设备进口抬高了下游应用创新的相对价值，诱使

企业从事应用创新，这极可能是关键设备依赖局面

无法破解的根源之一。尽管上述结论是实证性的，

但是不在理论上仔细区分应用创新和基础创新的本

质性差异，就难以得到这些发现，也就无法对一些经

济困境给予解释，这可能是本文的理论贡献，也是值

得继续讨论的理论方向。

接下来，第二部分介绍进口鼓励政策的内容和

特征；第三部分从理论上分析进口鼓励政策对创新

的影响；第四部分讨论研究设计、数据来源以及基本

描述性统计；第五部分利用数据检验进口鼓励政策

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第六部分验证可能的作用机制；

第七部分重点讨论鼓励政策与企业创新路径选择的

关系；最后是研究结论与启示。

二、政策特征

1.进口鼓励政策

关键设备历来在中国的技术引进中占据重要的

历史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为了有计划

地进口设备，国家专门成立了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

司，负责全国的设备进口。改革开放后，高度集中的

进口体制向分权模式转变，进口经营权下放，工业生

产部门和地方开始经营设备进口。设备进口的重要

地位一方面与中国当时落后的工业环境相关，另一

方面也与中国所选择的创新路径有关。作为后发国

家，“如何参与到世界高科技发展的行列中去？除了

依靠自己的力量加快发展以外，一条重要的途径就

是引进国外先进技术”(邓小平，1993)。设备进口和

技术贸易是两种主要的技术引进方式。早期的技术

引进不仅以设备进口为主，而且以设备进口优先。

例如，在 20世纪 50年代第一次大规模的 156项技术

引进中，89%的外汇用于成套设备；随后70年代的第

二次技术引进浪潮因为外汇负担重，技术贸易的比

例被进一步压缩。即便在政府提出“严格控制进口

成套设备”、重点引进“软”技术的80年代初期，设备

引进的金额占比也高达67%。

政府对关键设备进口的持续鼓励态度在历年的

《政府工作报告》中有专门论述。②不过，哪些设备值

得鼓励，采用什么样的措施进行支持，这些问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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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之前都没有明确的政策文件进行说明，这严

重制约了进口鼓励政策的有效性。随着产业和贸易

转型升级的要求愈加迫切，“为积极扩大先进技术、

关键装备及零部件进口，鼓励企业引进消化吸收再

创新”，2007年首次发布了《目录》。《目录》规定以进

口贴息办法支持进口。与《目录》配套的《进口贴息

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财企[2007]205号，以下简称《贴

息暂行办法》)规定，进入《目录》是产品享受贴息支

持的必要条件。同步颁布的《关于给予国家鼓励的

进口商品信贷支持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信

贷支持通知》)规定，由中国进出口银行根据《目录》

对贷款项目进行独立审贷和批准，在每年的信贷计

划中安排一定规模的信贷资金对鼓励进口产品的贷

款执行优惠利率。原则上，企业进口列入《目录》的

商品可以无差别地申请、享受贴息支持和优惠利率

贷款。此外，《目录》还有两个鲜明的特点：①进入

《目录》的商品会根据执行情况适时调整。截至2016
年，《目录》已经进行了五次修订，每次修订会新增一

系列亟需的技术和重要装备，修改不合理的条目，删

除已经实现自主化的技术和装备，以及不再属于重

点支持产品的条目。②在《目录》“鼓励进口的重要

装备”部分，逐条列出了鼓励的商品名称和海关协调

编码(以下称HS代码)。上述两点对本文研究鼓励进

口政策的创新效应十分关键。一方面，政策调整为

进口企业带来的不可预期冲击有利于识别因果影

响；另一方面，《目录》清晰地列示鼓励进口商品的代

码，这不仅有助于企业和政府明确贴息对象，也可以

帮助本文从海关数据库的HS代码层面匹配受到政

策影响的产品和企业，避免了识别偏误。

2.政策的统计特征

本文利用产品进出《目录》所带来的政策冲击，

定义产品层面的进口鼓励政策，将列入《目录》的产

品视为进口鼓励产品，没有列入《目录》的其他产品

视为一般进口产品。在每次修订过程中，新进入《目

录》和没有被剔除的产品视为进口鼓励产品，而退出

《目录》的产品，由于不再享受贴息等扶持政策，成为

非鼓励产品。《目录》以HS代码标记了产品类别，涵

盖范围包括八位数、六位数和四位数代码。为了便

于与海关数据库对接，本文将八位数的HS代码去掉

最后两位自定义编码，并从六位数层面将不同年份

的HS代码转换为 2002年版本。截至 2016年，《目

录》分别在2009年、2011年、2014年、2015年、2016年
完成了五次修订。对于两次修订之间的年份，本文

以前一版本的《目录》为准，核定鼓励进口产品。最

终获得 2007-2016年以 2002版HS代码为基准的六

位数或四位数层面的进口鼓励产品目录。对历次

《目录》中的产品进入、退出和延续情况进行统计的

结果显示，目录中包含的产品数量在时间上呈现先

增后减的趋势，新增产品的数量处于波动中递减态

势，而存续产品的数量相对较为稳定。调整幅度比

较大的年份发生在 2011年和 2015年。2015年退出

的四位数和六位数产品数量分别达到11个和41个，

占当年列入《目录》的产品比重分别为 69%和 43%。

可见，《目录》中的产品调整是比较频繁的。

三、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基于对鼓励政策特征的详细分析，本部分重点

从理论上探讨鼓励关键设备进口政策对企业创新的

影响，并提出待检验假设。

1.进口鼓励政策的创新效应

创新是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引擎，但创新本质

上是市场经济中的稀缺活动。从投入角度看，创新活

动较高的人力和资金投入成本阻却了大部分融资能力

有限的企业加入创新行列(Hall and Lerner，2010)。从

产出角度看，创新产出大都是知识性产品，知识的公

共品特性会诱致企业的“搭便车”行为(Arrow，1962)，
这反过来削弱了企业自身的创新动力。创新活动存

在的上述市场失灵问题，为政府部门制定公共政策

干预企业创新决策提供了正当理由。来自韩国、日

本等国家的成功经验表明，政府主导的创新政策对

经济追赶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Kim，1980)，这也激发

经济转型国家不断出台各种创新扶持政策，如创新

补贴、研发税收抵免等(Bloom et al.，2019)。
中国正处于向创新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如何

通过合适的公共政策加快创新步伐是决策者面临的

重大难题。虽然近些年中国在创新投入和产出方面

增长迅速，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创新尤其是核心领

域的创新存在明显差距(Wei et al.，2017；安同良等，

2020)。这也意味着技术相对落后的中国，依然有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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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空间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先进国家的创新成果，

追赶前沿技术，实现创新升级(Grossman and Helpman，
1991)。《目录》及配套的信贷支持构成的进口鼓励政

策是中国尝试通过引进消化吸收途径推动国内企业

创新的重要举措。该政策内含的信贷支持显然具有

创新扶持政策的一般特征，有助于提高企业创新进

程中的信贷能力。更为重要的是，进口关键设备带

来的投入多样性和知识溢出，有助于降低研发成本，

增加企业创新产出。当然，借助政府之手进行创新

资源配置可能存在低效之虞，信贷资源配置的所有

制偏倚还会加剧政策扭曲。在市场失灵的情形下，

鼓励政策带来的创新激励仍可能对企业创新产生积

极影响。综上，本文提出：

假说1：进口鼓励政策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创新

水平。

2.鼓励政策的作用机制

鼓励政策的实施以关键设备进口作为载体，因

此，鼓励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首先可能来自增加

的企业关键设备进口。从政策内容看，鼓励政策至

少从两个维度提高了企业进口关键设备的意愿：一

是《目录》明确了鼓励商品名称及对应的海关协调编

码，界定了鼓励进口的关键设备范围，这不仅降低了

企业进口设备的搜寻成本，而且为海关协助清关提

供了执法依据，有利于减少通关时间和成本；二是明

确了进口设备所享受的扶持政策，降低了进口成本

和政策不确定性。

鼓励政策可以通过增加关键设备进口刺激企业

创新。进口关键设备增加了企业投入的多样性，不

同来源的中间投入扩大了企业可选择的产品集合

(Goldberg et al.，2010)，有利于企业开发出新产品。

来自国际市场的关键设备还可能通过投入产出方面

的经济联系与本地生产链形成互补，同国内中间投

入市场之间的“共振”(Fieler et al.，2018)有助于降低

企业研发成本，提高创新产出。更为重要的是，关键

设备内嵌的知识可以借助进口途径向企业溢出

(Keller，2004)。例如，进口企业通过阅读技术或专利

说明书，甚至是逆向工程开发等方法吸收先进知识

(Cohen and Levinthal，1989)，这些知识既可运用于与

关键设备相关的创新活动，也可以作为其他产品创

新的知识储备。总之，关键设备无论是作为直接的

投入，抑或是间接知识溢出源头，都有助于激发企业

创新动力。据此，本文提出：

假说 2：受进口鼓励政策影响，企业的关键设备

进口增加，并对企业创新产生正向影响。

伴随鼓励政策的贷款贴息政策将有利于增强企

业的信贷能力。《信贷支持通知》和《贴息暂行办法》

明确指出，进口鼓励产品的企业能够享有中国进出

口银行的特殊信贷审批和优惠利率，以及以进口额

计算贴息本金的贷款贴息政策。《关于给予国家鼓励

的进口商品信贷支持的补充通知》进一步强调，中国

进出口银行将根据《目录》的调整，扩大对进口信贷

的支持范围和利率优惠力度。据统计，2006-2020
年，中国进出口银行累计发放的进口信贷资金超过

2.4万亿元，有力改善了企业进口资金紧张困境。③

以东莞三星视界有限公司为例，公司因进口核心技

术和关键设备在2020年享受国家进口贴息补贴超过

438万元，获得东莞市的配套补贴近90万元。④这些

信贷支持无疑会降低企业的贷款成本，增加企业的

贷款规模，从而提升企业的信贷能力。

信贷条件的改善将为企业创新活动提供重要的

资金保障。创新活动具有资金投入大、周期长、风险

高的特点(Hall and Lerner，2010)，加上创新带来的知

识性产出具有非排他性特征，创新收益难以得到保

障，这导致企业创新普遍面临较为严重的融资难问

题。而中国相对较为羸弱的知识产权保护状况和特

殊的信贷格局又强化了资金问题对企业创新的制约

作用(安同良等，2020)。当面临较严重的信贷约束时，

企业会首先选择削减研发开支(Brown et al.，2009)。
因此，得到信贷支持的企业可能会增加因资金约束

受到束缚的创新活动(Benfratello et al.，2008)。
值得强调的是，信贷渠道可以从增加新的关键

设备进口规模和降低设备进口成本两个方面发挥作

用。即使进口规模不变，初始规模的设备进口负担

也会因鼓励政策而降低。据此，本文提出：

假说 3：受进口鼓励政策影响，企业的信贷能力

增强，并对企业创新产生正向影响。

3.政策作用的所有制差异

本文着重探讨鼓励政策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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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异质性影响，尤其关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创

新响应。由于中国的转型经济背景，政府在刺激企

业创新活动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而国有企业是实

现创新战略的重要途径。在创新资源的配置过程

中，国有企业享有广泛的政策优势，获取了绝大部分

的政府创新补贴，获得了比民营企业更多的创新资

源支持(安同良等，2009)。龙小宁和林菡馨(2018)发
现，专利执行保险的实施对国有企业的创新激励更

为明显。除了因为创新资源配置的偏向性之外，国

有企业在获取政策相关的信息方面同样具有优势。

本文认为，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的政策敏感性在

进口鼓励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同样成立。尽管在书面

文件中相关信贷政策支持任何符合条件的企业，但

实践过程中可能存在基于所有制的政策偏倚：由于

“父爱主义”，政府部门和进出口银行机构在给予国

有企业贷款贴息优惠方面更为积极；国有企业对政

策更为敏感，内在地需要政策倾斜弥补产权缺陷(吴
延兵，2012)。因此，本文提出：

假说 4：相比民营企业，进口鼓励政策对国有企

业创新的影响更大。

四、研究设计

1.计量模型

为了验证进口鼓励政策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

系，构建企业层面的固定效应模型：

lninvit=α+βpolicyit+δcontrolit+ρi+ρit+εit (1)
其中，被解释变量 lninvit是以企业 i在 t年申请的

发明专利对数衡量的企业创新水平。为了更为灵活

地考虑专利申请量为零的观测值的影响，将 lninvit定

义为 ln[patent+ (patent2 + 1) ]，其中 patent表示企业

申请的发明专利数量(Liu and Qiu，2016)。核心解释

变量policyit表示企业 i在第 t年受到政策影响的虚拟

变量，当企业进口了当年《目录》中的鼓励产品时取

1，否则取 0。系数β衡量了进口鼓励政策对企业创

新的影响，从平均意义上度量了进口鼓励产品的企

业 i在经历政策冲击前后的专利变化相比其他非鼓

励企业的差异大小。如果鼓励政策有利于企业创

新，那么β将显著为正。根据设定，模型(1)是一个时

变的双重差分模型(DID模型)。与常规的DID模型

所不同的是，鼓励产品(即政策冲击)会随《目录》的调

整而发生变化，政策的持续时间相对较短。不过，政

策冲击的影响仍有可能因为机器设备缓慢折旧或知

识外溢的特性对企业创新产生持久作用。根据Amiti
and Konings(2007)的研究成果和变量可得性，控制变

量controlit包括企业是否退出进口市场(exit)和企业出

口规模(lnexport)两个因素。如果企业在次年退出了

进口市场，exit标记为 1，否则为 0；lnexport则以对数

化的企业出口规模度量。其他参数中，ρi表示企业固

定效应，用于控制企业层面不随时间变化的因素。

考虑到宏观冲击以及各地区出台的各种专利鼓励政

策，尤其是近些年配合创新型城市建设所推广的专

利申请优惠刺激，模型中加入了省级—年份层面的

固定效应 ρit。εit包含了模型中其他不可观测的因

素。此外，基准结果汇报省级层面的聚类标准误，以

缓解区域内企业相关所带来的标准误低估问题。⑤

2.样本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主要样本来自 2002-2016年海关数据库。

选用 2002年作为起点是为了缓解中国加入WTO所

带来的干扰，而2016年是《目录》公布和海关数据可

获得的最新年份。具体分析时，本文挑选进口企业

作为基准分析。⑥选用进口企业主要是因为：①进口

是企业享受鼓励政策的前提，以其作为分析对象能

够研究政策的直接影响；②排除其他与进口相关的

因素。与进口相关的企业特征(如进口企业接触海

外市场的能力更强)可能与其他非进口企业存在系

统性差异，如果这些特征与企业创新相关，那么纳入

非进口企业会干扰估计的准确性；③能够从六位数

产品层面识别进口信息。

专利数据取自智慧芽和大为专利数据库。两个

数据库统计了1985年以来中国大陆境内所有的专利

申请信息，包括专利申请时间、企业名字、专利类型

等，尤为可贵的是还提供了专利引用数据。本文利

用企业名字和专利申请时间，将海关数据库与专利

数据库逐年进行匹配，最终得到企业层面的观测值

超过190万条，其中进口受鼓励关键设备的观测值约

为41万条。⑦

本文的描述性统计结果⑧显示，样本中有鼓励产

品进口记录的观测值约为22%。发明专利的平均申

请数为0.2件，得到授权的发明专利相对更低。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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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不同类型的专利中，实用新型专利的平均申请数

最高，发明专利其次，外观设计专利最少。发明专利

3 年和 5 年的被引用平均数依次为 0.07 次和 0.08
次。整体上，专利的引用数是比较低的。此外，在次

年退出进口市场的样本约占16%。

五、鼓励政策能否影响企业创新

1.基准回归

本文首先分析进口鼓励政策对企业发明专利申

请的影响。表1的被解释变量为发明专利申请对数

lninv，列示了利用企业层面数据估计模型的结果。

第(1)列只加入了核心解释变量policy，结果显示核心

系数在1%的统计水平显著为正。从系数大小看，发

明专利申请数量受鼓励进口政策的影响平均增加

2%，这大概解释了组间差异的25%(受影响企业的平

均申请对数值高 0.08)，说明鼓励政策同样具有重要

的经济影响，初步验证了假说1。第(2)列在第(1)列的

基础上加入了次年是否退出进口市场的变量 exit。
结果显示，退出企业的专利申请数量显著低2.4%，侧

面印证了进口企业具有更高创新水平的结论(Bloom
et al.，2016)。关键的是，加入 exit后，核心系数仅轻

微下降。第(3)列控制了出口规模 lnexport。一般而

言，企业只有达到较高的生产水平才会选择出口，出

口能力越强，企业创新的动力也越高(Bustos，2011)。
结果显示，出口规模越大，企业申请的发明专利数量

越多，这与既有文献的观点一致。同样地，控制出口

规模对核心系数的影响也较小。第(4)列同时控制了

exit 和 lnexport，核心系数相比第 (1)列略微下降至

1.74%。此外，改变被解释变量和核心解释变量的测

度方式、更换估计方法、选择不同的对照样本以及对

金融危机时期和行业进行异质性分析等，均验证了

本文的核心结论。⑨

2.平行趋势检验

基准分析揭示了鼓励政策对企业创新的正面影

响，但是该结论有一个重要的潜在假设，即政府颁布

进口鼓励政策之前，列入《目录》的产品和其他产品

的专利申请趋势是一致的。如果现实情形违背了该

假设，那么前期的趋势差异将会导致政策评估的偏

差。为了验证平行趋势假设是否成立，本文以受鼓

励产品首次进入《目录》的年份为基年，重新标度了

样本时间，然后估计基年前后企业每年的专利申请

差异。考虑到样本的平衡性，只考虑基年前后各 4
年，并以其他年份作为参照，建立动态效应模型检

验。结果显示，在鼓励政策发生前，两类产品的专利

申请趋势是一致的，平行趋势假设得到满足。虽然

政策出台当年位于鼓励产品的企业与其他企业没有

明显差异，但从第2年开始，受鼓励企业的专利申请

数量逐渐低水平显著增加，至第 4年则快速提高至

2.5%的水平。这些结果证实了鼓励政策的动态影

响。滞后效应的存在说明消化吸收新装备并在此基

础进行创新需要一定的时间，2—3年左右的时滞也

符合专利申请的一般经验。⑩

3.内生性问题讨论

前文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证实，受鼓励政策

影响的企业的确会显著提升其创新水平。但该结果

可能会受到内生性问题的干扰，导致估计结果有偏

和无效。从政策情境看，鼓励政策是多个中央政府

部门在产品层面联合实施的干预，单个企业对政策

施加影响的渠道少、成本高，因此，逆向因果带来的

内生性问题应当较小。另外，基准回归通过控制企

业固定效应缓解了企业层面不随时间变化的遗漏因

素的影响。考虑到鼓励产品和其他产品之间存在的

未加控制的产品特征，本文试图将对照组样本限定

注：括号中为省级层面聚类的标准误，*p＜0.10，**p＜0.05，***p＜0.01。所有模型同时控制了企业固定效应和省份—年份固
定效应。固定效应、常数项以及组内R2均省略。以下各表同。

表1 基准回归结果

policy
exit

lnexport
adj. R2

N

(1)
0.0199***(0.0021)

0.5160
1737612

(2)
0.0185***(0.0021)
-0.0238***(0.0035)

0.5164
1737612

(3)
0.0185***(0.0021)

0.0022***(0.0003)
0.5164
1737612

(4)
0.0174***(0.0020)
-0.0221***(0.0034)
0.0020***(0.0003)

0.5166
1737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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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鼓励产品所涉及的两位数HS产品代码内，得到的

结果依然稳健。尽管如此，这些研究设计仍然无法

排除出口退税或创新补贴政策等干扰政策和政府部

门自选择行为的影响。决策部门绝不是随机行事，

而是带有一定的政策目的。《目录》中列出的关键设

备大都是国内产业链发展中的薄弱环节，由此容易

推断，那些创新水平较低且亟需提升的产品更可能

受到鼓励。一旦创新能力得到提升，相关产品就会

被调出《目录》。如果该推断正确，那么基准结果会

低估鼓励政策的作用。另一情况是，决策者会挑选

“赢家”进行鼓励，以协助企业增强国际竞争力，这会

使基准结果出现高估。结合政策及理论分析，基准

结果出现低估的可能性更大，即决策者会倾向于扶

持“弱者”。

本文尝试以工具变量方法克服上述内生性问

题。注意到进口贴息政策在鼓励政策中的重要地

位，本文首先利用进口贴息政策的外生变化作为第

一组工具变量。为了配合《目录》的执行，2007年出

台了《贴息暂行办法》，该办法对于申请贴息资金的

条件和范围作了较为清晰的规定，是影响鼓励政策

成败的重要政策文件。为了进一步加强和规范进口

贴息资金的管理，2012年财政部和商务部正式出台

了《进口贴息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贴息办

法》)。相比《暂行办法》，正式版本有两处关键修改：

一是将单户企业的进口贴息资金最高限额为3000万
元人民币，以进一步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二是

加大对利用关键设备进口取得创新成就的企业的补

贴力度。这两处关键的修改都倾向于扩大鼓励政策

的影响面，尤其是对于取得创新成就的企业。本文

将利用《贴息办法》的出台作为第一组外生冲击。为

了将《办法》的外生性冲击构建成合适的工具变量，

本文首先生成了一个反映政策冲击的虚拟变量

(Post12)，该变量在 2012年及之后的年份取 1，其他年

份取 0，然后根据既有文献的做法(申广军等，2016)，
引入企业在 2006年的关键设备进口规模变量(IM06，

最后生成交叉项IM06＞×Post12作为核心解释变量policy
的工具变量。IM06＞×Post12表示企业在鼓励政策出

台前进口的关键设备规模越大，则受到信贷政策变

化的影响也越大，这满足了工具变量的相关性要

求。同时，由于《贴息办法》的出台不针对具体行业

和企业，工具变量对于企业而言也相对比较外生。

值得指出的是，工具变量回归加入了企业固定效应，

因此，2006年的关键设备进口规模对企业创新的可

能影响也一并做了妥善控制。此外，本文还考虑以

企业在上一期的进口产品种类(Var)作为第二组工具

变量，其基本思想是企业进口的产品种类越多，其落

入《目录》的可能性也越大，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

要求。同时上一期的进口产品种类受到企业后期行

为的影响相对较小。

表2汇报了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其中，第(1)、(2)
列是以政策冲击作为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第(1)列
的第一阶段结果显示，工具变量在1%的统计水平显

著为正，这不仅与理论预期相符而且论证了工具变

量的相关性要求。F统计量远大于常规的临界值

10，拒绝了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第(2)列的第二阶

段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内生性问题之后，核心系数是

基准结果的5倍有余，这意味着基准结果低估了鼓励

政策的影响，与前文的猜测一致。第(3)、(4)列是以上

一期的进口产品种类作为工具变量的结果，基准分

析的结论依然成立。第(5)、(6)列同时纳入了两组工

注：模型同时控制了企业是否退出、出口规模，因篇幅所限将其省略。以下各表同。

表2 工具变量回归

policy
IM06×Post12
Var
F statistic
Hansen J statistic P-value
N

(1)
policy

鼓励政策
第一阶段

0.0091***(0.0004)
476.99
1737613

(2)
lninv

发明专利
第二阶段

0.1051***(0.0324)

1737613

(3)
policy

鼓励政策
第一阶段

0.0008***(0.0001)
111.08
1232436

(4)
lninv

发明专利
第二阶段

0.1529**(0.0612)

1232436

(5)
policy

鼓励政策
第一阶段

0.0074***(0.0004)
0.0008***(0.0001)

182.63
0.6225
1232436

(6)
lninv

发明专利
第二阶段

0.1670***(0.0450)

1232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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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变量，第一阶段的Hansen检验不拒绝所有工具变

量均外生的原假设(P值为 0.62)，这消除了两组工具

变量的外生性不足的疑虑。重要的是，第二阶段的

估计结果依然符合理论预期。

4.进一步分析

(1)专利质量。前文利用发明专利申请数量度量

企业创新，忽略了专利之间的异质性，数量上的简单

加总无法全面体现专利的价值和创新难度。为了

检验鼓励政策是否提升了企业的专利质量，本文以

发明专利授权数量(lngrt)、发明专利授权率(invrate)、
3年和 5年内的专利平均被引用次数(c3inv、c5inv)以
及专利平均价值(ptvalue)五个变量作为专利质量的

代理变量进行分析。为了消除规模的影响，专利引

用和专利价值数据分别以企业当年的发明专利总数

进行了规模化处理。表3汇报了估计结果。五组模

型的核心解释变量policy均在1%的统计水平显著为

正。与基准结果的估计系数相比，鼓励政策对授权

专利的影响要小于专利申请数量，这符合授权发明

专利质量更高的事实。总之，鼓励政策不仅有利于

发明专利的申请，也显著提高了发明专利的质量。

(2)企业内的创新溢出。前文主要讨论了进口鼓

励政策对创新的总体影响。然而，对于多产品企业

而言，区分鼓励政策对关键设备和其他关联产品的

创新具有重要作用。为了甄别鼓励政策在企业内的

溢出效应，本文将企业的发明专利申请分解为就鼓

励产品申请的发明专利(lninv_en)和非鼓励产品申

请的发明专利(lninv_no)两部分。如果鼓励政策不

仅对企业在鼓励产品的发明专利申请产生显著影

响，还对其他非鼓励产品的专利申请有影响，则证

明企业内存在显著的政策溢出效应。以 lninv_en和
lninv_no作为被解释变量的结果如表4所示。第(1)、
(2)列的全样本分析显示，核心解释变量policy在两组

模型中均显著为正，说明鼓励政策对企业内的鼓励

和非鼓励产品创新均具有显著影响。第(3)、(4)列将

样本限定为至少有一条发明专利申请记录的企业

集，结果显示，policy的系数符号显著为正，而且系数

大小相比全样本的结果还要高出 1—2倍。总之，鼓

励政策带来的设备使用，不仅促进了相关关键设备

的创新，而且溢出至企业内其他产品创新。

六、鼓励政策如何影响企业创新

1.作用机制检验

本文从多个角度证实了鼓励政策对企业创新的

正面影响，但对于鼓励政策如何发挥作用仍不清

楚。理论部分指出了关键设备进口与企业信贷能

力两个可能的渠道。本部分试图借鉴中介效应方

法对此进行验证。根据温忠麟等(2004)的做法，中

介效应分析在基准回归结果成立的基础上包含两步

模型：

Zit=α0+θpolicyit+δcontrolit+ρi+ρit+vit (2)
lninvit=α+βpolicyit+γZit+δcontrolit+ρi+ρit+vit (3)
其中，Zit表示企业关键设备进口或信贷能力的

中间变量。θ是判断影响途径的核心系数，如果该系

数的符号符合理论预期且具有统计意义，则说明Zit

是鼓励政策影响企业创新的潜在路径之一。但是仅

凭系数θ成立仍然不能确定，鼓励政策对中间变量的

作用最终是否会影响企业创新，需要结合模型(3)的

表4 进口鼓励政策的企业内溢出效应

policy
adj. R2

N

(1)
lninv_en

鼓励产品专利
0.0119***(0.0011)

0.5058
1737612

(2)
lninv_no

非鼓励产品专利
0.0122***(0.0016)

0.4941
1737612

(3)
lninv_en

鼓励产品专利
0.0289***(0.0058)

0.6288
61700

(4)
lninv_no

非鼓励产品专利
0.0337***(0.0072)

0.6382
61700

表3 鼓励政策对专利质量的影响

policy
adj. R2

N

(1)
lngrt

授权专利
0.0136***(0.0018)

0.4935
1737612

(2)
inarae
授权率

0.0054***(0.0008)
0.2101
1737612

(3)
c3inv
年引用

0.0212***(0.0027)
0.4574
1737612

(4)
c5inv
年引用

0.0223***(0.0028)
0.4573
1737612

(5)
ptvalue

市场价值
0.0321***(0.0047)

0.3971
1737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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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作进一步讨论。如果模型(3)中的 γ显著，则进

一步证实中介效应存在。同时，当模型(3)的系数β
不显著时，存在完全中介效应；当β显著，θγ与β同

号时，存在部分中介效应，而 θγ与β异号时，则存在

遮掩效应。若 θ或 γ至少一个不显著，则需要进行

Sobel检验，以确认中介效应是否成立。接下来利用

模型(2)、(3)检验关键设备进口渠道和信贷渠道。

(1)关键设备进口渠道。如假说 2所述，政府出

台鼓励政策是试图通过刺激关键设备进口，激发企

业的创新活力。因此，政策有效的核心是关键设备

进口的显著增加。为了证明这一点，本文以企业的

关键设备进口规模对数(lnIM)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

分析，其中，关键设备进口规模为企业在当年进口的

任意年度受鼓励产品的进口额之和。若系数显著，

则说明鼓励政策对关键设备进口产生了明显影响。

表5第(1)列以 lnIM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分析。结果

显示，政策变量 policy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鼓励政

策显著刺激了企业的关键设备进口。第(2)列在基

准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 lnIM这一中介变量。容易发

现，lnIM和 policy的系数均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为正。这些结果说明，关键设备进口在鼓励政策促

进企业创新的效应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Sobel
检验结果拒绝了不存在中介效应的原假设，也证实

了中介效应的存在。受鼓励政策刺激的关键设备进

口规模增加会提升企业的创新水平，支持了假说2。
(2)信贷渠道。由鼓励政策带来的信贷优势可能

是推动企业创新活动增加的重要因素。为检验信贷

能力机制，本文以企业名字作为匹配变量，将基准样

本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对接，并以匹配成功

的样本作为新的样本进行分析。新样本的范围为

2002-2013年拥有进口记录的工业企业。根据既有

文献(徐明东和陈学彬，2012)的做法，采用实际借贷

利率(InterestRate)、长期负债规模的对数(LongDebt)、
短期负债规模的对数(ShortDebt)三个指标衡量企业

的信贷状况。其中，借贷利率为利息支出与总负债

的比值，数值越大，表示信贷成本越高，而长短期负

债规模越大，则代表企业的信贷规模优势越强。

表 6第(1)、(3)、(5)列汇报了以利率水平、长期负

债、短期负债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考

虑到变量的可得性，本文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控制

了企业年龄(age)、资本密度(lnkl)、企业生产率(LFP)、
以就业人员对数衡量的企业规模(size)以及企业负债

率(debt)。同时，因为关键设备进口增加可能加重企

业的信贷负担，回归模型也将企业的关键设备进口

规模(lnIM)作为控制变量加入模型。这也有利于判

断信贷渠道是否可以独立于进口渠道而存在。估计

表5 进口渠道

policy
lnIM
adj. R2

N
Sobel Test

(1)
lnIM

关键设备进口金额
1.0143***(0.0425)

0.6206
639612

Z=6.7170＞0.97

(2)
lninv

发明专利
0.0064***(0.0016)
0.0021***(0.0003)

0.5676
639612

表6 信贷渠道

policy
lnIM
InterestRate
LongDebt
ShortDebt
adj. R2

N
Sobel Test

(1)
InterestRate
实际利率

-0.0462***(0.0119)
-0.0067***(0.0010)

0.5154
362746

Z=-0.7364＜0.97

(2)
lninv

发明专利
0.0220***(0.0030)
0.0008***(0.0002)
0.0003(0.0004)

0.5441
362746

(3)
LongDebt
长期负债

0.0357*(0.0217)
0.0008(0.0017)

0.6387
362746

Z=1.5627＞0.97

(4)
lninv

发明专利
0.0219***(0.0030)
0.0008***(0.0002)
0.0020***(0.0004)

0.5442
362746

(5)
ShortDebt
短期负债

0.0146**(0.0070)
0.0030***(0.0006)

0.7789
362746

Z=1.9949＞0.97

(6)
lninv

发明专利
0.0219***(0.0030)
0.0008***(0.0002)

0.0041***(0.0006)
0.5441
362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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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示，policy的系数在利率模型中显著为负，在

长、短期负债模型中则显著为正，这意味着进口鼓励

政策显著降低了企业的借贷成本，增加了企业的长

短期负债规模，提高了企业的信贷能力。表6第(2)、
(4)、(6)列展开了中介效应分析的第二步估计。结果

所示，policy的系数在三组模型中均显著为正，中介

变量中长期负债和短期负债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

而借贷利率变量的系数则不具有统计意义。对借贷

利率的中介作用进行Sobel检验显示，Z值小于5%显

著性水平下的 0.97，说明中介效应不显著。其他两

组变量的 Sobel 检验则再次证实了中介效应的存

在。这些说明，信贷规模宽松在进口鼓励政策与企

业创新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而借贷利率的中

介效应较弱，部分支持了假说 3。以上结果也表明，

与降低借贷成本相比，加大放贷力度对于促进关键

设备进口企业的创新具有更为突出的积极影响。有

趣的是，在控制关键设备进口渠道后，鼓励政策仍然

可以通过增强企业的信贷能力促进企业创新，证实

信贷渠道可以独立于进口渠道发挥作用。总之，鼓

励政策提供的信贷支持是促进企业创新活动的重要

渠道。

2.所有制分析

假说 4认为鼓励政策可能对国有企业的创新活

动有更强的效果。为了加以论证，本文根据海关数

据库中的企业代码第6位数字，挑选了国有进口企业

和民营进口企业。表7的被解释变量为发明专利申

请对数 lninv。基于国有和民营企业分样本考察的估

计结果如第(1)、(2)列所示。整体上，两组样本的核心

解释变量 policy系数均显著为正，但从系数的大小

看，鼓励政策对国有企业的作用系数为0.04，是民营

企业的 2.74倍，说明鼓励政策对国有企业的影响更

大。为了比较两者的差异是否具有统计显著性，第

(3)列合并了两个样本，并以企业是否为民营企业的

虚拟变量 private与核心解释变量 policy生成了交叉

项。估计结果显示，交叉项 policy×private的系数显

著为负，证实民营企业受鼓励政策的影响的确显著

弱于国有企业。这些发现与龙小宁和林菡馨(2018)对
专利保险政策的分析结果一致。但考虑到民营企业

相对较强的研发能力(Wei et al.，2017)，该发现也为政

策可能存在扭曲资源配置问题提供了间接证据。

七、创新路径：刺激还是削弱企业基础创新

随着国际竞争向基础研究竞争前移，企业的基

础创新活动变得愈发重要。基础创新体现了企业原

始创新的能力，其知识外溢性质及强度与应用创

新截然不同(Akcigit et al.，2021)，并且对企业微观成

长和社会长远福利都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Liu and
Rosell，2013)。尽管前文已证实鼓励进口政策对企

业专利申请行为的积极影响，但随之而来的疑问是，

由政策强化的关键设备进口和知识溢出会增强还是

削弱企业的基础创新能力。这种追问对于明晰鼓励

政策在企业选择基础创新还是应用创新中的作用大

有裨益。

基础创新是为了理解事物的本质而展开的理论

和实验研究工作，其内在特性延阻了企业的基础研

究投入。一是基础创新的公共品属性。基础创新处

在创造知识的最前端，本身不涉及商业运用。由于

并非针对特定需求的知识创造，在具体实践过程中，

创造者便无法排他性地限制基础知识在不同商业情

景中的运用。Akcigit et al.(2021)的结构估计显示，基

础创新中89%的外溢效应无法被企业内部化。这种

正外部性会降低私人企业在基础创新方面的最优投

入。二是更强的不确定性。研发活动都具有不确定

性特征，但是基础创新在探索知识前沿时需要更多

的知识性投入，这会放大不确定性程度。不仅如此，

基础创新的商业运用同样会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

三是利润实现的滞后性。科研创新活动的分层特征

表7 分所有制考察

policy
policy×private
adj. R2

N

(1)
国有企业样本

0.0408***(0.0086)

0.6336
145173

(2)
民营企业样本

0.0149***(0.0030)

0.4864
686728

(3)
国有与民营企业样本

0.0508***(0.0105)
-0.0381***(0.0112)

0.5410
798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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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基础创新为应用创新提供解决实际问题的知

识，但其并未考虑任何特殊的应用或用途。相比应

用创新，基础创新与产品研发和市场需求的距离更

远，因此，需要经历更为漫长的过程才能体现在新产

品或者新技术之中。这一过程可能长达 8—10年之

久。上述特性不仅解释了企业较低的基础研究投

入，而且为本文探究鼓励政策对企业基础创新的影

响提供了分析起点。

理论上，鼓励政策的竞争强化效应会弱化企业

基础创新动力。如上所述，企业基础研发动力不足

与其无法内化知识的外溢效应密切相关。已有的理

论和经验证据表明，企业涉猎的产品范围越广，其从

事基础创新的水平越高(Akcigit et al.，2021)。然而，

鼓励政策带来的进口压力却会促使企业收缩产品范

围(Bernard et al.，2011)，这将限制企业利用产品多样

性内部化研发收益的能力，从而降低对基础研究的

投入(Liu and Rosell，2013)。与竞争效应相比，替代

效应将导致企业从研发直接转向购买(Liu and Qiu，
2016)。由于关键设备的研发往往需要更为基础性

的知识储备，所以以进口替代研发的方式更可能直

接阻断企业研发过程中最为困难的一部分，即基础

研究部分。对于追求短期利润的企业而言，以“买”

代“研”是实现利润更为快速的方式。最后，关键设

备本身是知识外溢的重要载体，不过，这种知识外溢

的形式更可能向市场应用方向进行，所以会增加企

业向应用创新方向的投入(Gersbach et al.，2013)。这

是因为，基于关键性知识的创新研发的不确定性更

低，商业化成功率更高。在创新投入有限的条件下，

这无疑会降低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比例。以上分析

表明，鼓励政策引致的关键设备进口将降低企业的

基础创新能力。

为了利用经验数据验证以上判断，本文遵照现

有研究的做法 (Liu and Rosell，2013；Trajtenberg et
al.，1997)，利用专利引用数据构建了三个衡量基础创

新程度的变量。一是根据专利在不同技术领域的引

用情况计算的反映专利引用广度的赫芬达尔指

数。专利内嵌的知识越基础，其所运用的领域越广

泛，表现在引用方面就是能够被更多技术领域不同

的专利所借鉴。根据Trajtenberg et al.(1997)的思路，

对于企业 i在 t年申请的专利p，其基础创新指数可以

表示为：

HHITechi,p,t = é
ë
êê

ù

û
úú1 -∑Tech

æ

è
ç

ö

ø
÷

citedp,Tech
citedp

2
é

ë
ê

ù

û
ú

citedp
citedp- 1

(4)
其中，citedp表示专利 p申请后 6年内的被引用

总数。以6年为期进行统计是为了缓解申请时间越

久专利被引用数量更多而造成的数据截断问题。

citedp，Tech是专利p在特定技术领域Tech的被引用数，

且 citedp=∑Techcitedp，Tech。考虑到计数变量对指标的

低估，等式右边加入调整项(citedp /(citedp-1))。依据

专利的主 IPC分类号，本文按1位数大类将所有专利

分成 8个大类计算赫芬达尔指数HHI，以充分反映

专利跨领域和基础创新的程度。该指标数值介于

0—1之间，值越大则表明专利被更多不同领域的其

他专利所引用，基础创新程度也越高。二是专利被

高校引用的比例UniSh。一般地，高校和其他科研机

构是贡献基础创新的主体，所申请的专利也更靠近

基础研发。因此，如果一项专利被高校和科研机构引

用的比例比较高，那么其基础创新的程度也会相对越

大。三是申请专利引用非专利文献的数量NonPtn。
相比专利，非专利文献所反映的知识可能更加基

础。因为这些知识常常以学术发表等形式出现，无

法或者尚未成为具有短暂排他权的专利。专利引用

的非专利文献越多，其基础创新的程度也越高。

本部分采用了企业—专利—年份层面的非平衡

面板数据进行分析，照顾到专利引用数据滞后6年的

情况，样本的时间范围选为 2002-2013年。本文首

先根据专利数据库建立起专利之间的相互引用网

络，然后测算了每个专利的基础创新程度。在此基

础上，利用企业名字将专利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进行

对接，最终得到用于分析的专利数据为63万余条。

为评估进口鼓励政策对企业基础创新的影响，

本文以测算的基础创新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构建

专利层面的回归模型：

BasicInvi，p，t=α+βpolicyi，p，t+ρi+ρp+ρt+εi，p，t (5)
其中，被解释变量BasicInv表示构建的三个基础

创新变量(HHI、UniSh、NonPtn)，policy与前文的定义

一致。ρi、ρp和 ρt依次为企业、IPC行业(四位数)和年

份固定效应，模型的标准误在企业层面进行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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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的Panel A报告了基础创新程度的回归结果。结

果显示，policy的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即受

进口鼓励政策影响，企业的基础创新水平出现了显

著下降。这一结果与前文的基准结果截然不同，但

与本部分的理论预测一致，表明进口鼓励政策引起

的产品范围减少和替代性进口增加，削弱了企业进

行基础研究的能力和意愿。

考虑到不同所有制企业在进口、创新、融资等方

面的差异，本文进一步以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为样

本，比较了进口鼓励政策对两类企业基础创新活动

的不同作用。表 8的Panel B报告了分所有制的回

归结果，其中，第(1)—(3)列的样本为国有企业，第

(4)—(6)列的样本为民营企业。结果显示，在以国有企

业为样本的结果中，所有模型的核心解释变量policy
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而民营企业样本中的回归结果

则不稳定。该发现表明，相较于民营企业的微弱影

响，进口鼓励政策显著减少了国有企业的基础创新

活动。作为调节市场失灵的工具，国有企业被认为

比民营企业承担了更多的基础创新活动(叶静怡等，

2019)。但是，相较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受进口鼓励

政策的影响也更加深刻。偏向性的鼓励政策支持

大幅增加了国有企业的关键设备进口，一方面大大

增强了企业的应用创新水平(如第六部分所述)，另一

方面却减弱了企业的基础创新动力。相反地，尽管

进口鼓励政策对民营企业的创新影响相对较小，但

也并未削弱企业的基础创新能力，甚至还有所增强

(Panel B第(5)列的核心系数显著为正)。

八、结论与启示

进口鼓励政策是中国解决生产和创新能力不足

的重要手段。大量的关键设备进口对加快工业化进

程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是，长期可持续的内

生经济增长归根结底要依靠本国创新能力的实质性

提升。那么，作为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政策的重要

组成部分，鼓励关键设备进口政策对企业创新带来

了怎样的影响呢？本文综合利用丰富的中国微观企

业数据，较为系统地回答了这一问题。本文首先从

静态和动态视角证实，鼓励政策对受影响企业的创

新水平和质量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种促进效

应不但对企业间的专利申请(创新)差异有重要的解

释力，而且外溢至企业内非鼓励产品的创新。通过

分析具体的政策目标和扶持措施，本文还发现鼓励

政策可能主要通过刺激企业进口、增强信贷能力两

种途径发挥创新驱动效应。鉴于中国依然在众多关

键设备领域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的事实，上述结论

支持将鼓励先进设备进口作为过去和当前一段时间

实现消化吸收再创新路径行之有效的政策选择。

然而，对企业创新路径的进一步分析显示，鼓励

进口政策显著而稳健地降低了企业的基础创新能

力。结合上面的结论，可以说鼓励政策引致的关键

设备进口，强化了竞争和替代效应以及向研发下游

的外溢效应，诱使企业选择不确定性低、获利快且容

易商业化的应用创新路径，相应的基础创新能力则

被不断削弱。这些发现对于理解中国当前的研发格

局形成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中国企业的创新水平

Panel A：基础创新程度

policy
adj. R2

N
Panel B：所有制分析

policy
adj. R2

N

国有企业
(1)

HHI基础创新指数

-0.0162**(0.0068)
0.0746
160989

(1)
HHI

基础创新指数

-0.0110***(0.0033)
0.0804
561247

(2)
UniSh

高校引用比例

-0.0103***(0.0035)
0.0868
160989

(3)
NonPtn

非专利文献引用

-0.0447*(0.0236)
0.2100
160989

(2)
UniSh

高校引用比例

-0.0102***(0.0023)
0.1003
561247

民营企业
(4)
HHI

基础创新指数

0.0011(0.0040)
0.0894
167635

(5)
UniSh

高校引用比例

0.0065**(0.0033)
0.0911
167635

(3)
NonPtn

非专利文献引用

-0.0659***(0.0142)
0.2349
561247

(6)
NonPtn

非专利文献引用

-0.0131(0.0220)
0.2527
167635

表8 鼓励政策对企业基础创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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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质量(至少从专利申请角度)已经在相对较短的时

间内得到了爆发式提升，但基础创新不足则一直令

人担心。一般认为，这种创新格局的形成与基础

研发比例较低、研发投入过于依赖企业部门有关。

本文的结论则表明，大量的关键设备进口抬高了应

用创新的相对价值可能是造成这种局面的另一重要

原因。

中国正在逐步缩小与发达经济体的技术差距，

虽然“再创新”的成本由于种种原因不断增加，但是

本文的系列结论表明，在当前的发展阶段，企业创新

离不开前沿知识和内部政策的紧密配合，鼓励进口

政策的存在仍然能够为企业创新发挥重要作用。与

此同时，政策制定者也要注重调整和完善政策导向，

减弱进口鼓励政策对基础创新的负面影响。为了实

现这一点，一个可行的办法是强化进口鼓励政策的

竞争中性原则，在执行政策时无差别地对待国有和

民营企业。本文发现，国有企业不仅受鼓励政策影

响更深，而且在基础创新方面遭到的负面侵害也更

重。相反地，民营企业则并未因为关键设备进口降

低其基础研究能力。除了事前优化政策导向，事中

强化政策中性原则之外，决策者还可以从加强事后

的政策效果评估入手，及时矫正政策偏差。这些都

是在短期内可以调整的具体措施。长期看，加强知

识产权保护，培育基础创新氛围，切实提高基础研究

的相对价值，可能是打破关键设备高度依赖外部进

口格局、提高企业创新水平和自生能力的核心。知

识产权的保护力度越强，基础创新的氛围越浓厚，长

期价值越能得到保障，越能激发企业从事创新和基

础研究的动力。

“十四五”时期是“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全面塑造

发展新优势”的重要阶段。作为创新主体，企业不仅

要增强创新意识，更要将视野进一步延伸至基础创

新领域，并据此积极调整自己的经营战略，以更好地

服务于创新驱动的长期发展目标。对于国有企业而

言，应适当降低对关键设备进口的依赖，有意识地将

资源向基础创新领域倾斜。而对于民营企业而言，

要着力加强对政策的敏感性和技术风险的敏感性，

积极利用鼓励进口政策等系列政策红利，加快企业

创新步伐，储备应对未来风险的能力。只有当企业

平衡好长短期的利润和风险，认识到创新和基础研

究的长远价值，社会经济才能真正走上创新驱动的

发展之路。

此外，建立理论模型量化评估鼓励政策对应用

创新和基础创新的差异化影响是未来可以改进的方

向。除企业创新外，鼓励关键设备进口政策的其他

影响也值得进一步挖掘。

注释：

①《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
年)》对中国长达 15年的创新路径给出了明确规划，并将引进

消化吸收再创新作为自主创新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设立专

项资金支持关键设备进口。

②2002年以来《政府工作报告》关于关键设备进口的论

述，详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ciejoumal.ajcass.org)附件。

③资料来源：搜狐网(https://m.sohu.com/a/432929060_267106)。
④资料来源：东莞市厚街镇人民政府网(http://www.dg.gov.

cn/dgdghjz/gkmlpt/content/3/3324/post_3324663.html#2256)。
⑤本文考虑了企业层面和以最大进口规模定义的产品层

面聚类的标准误，获得的标准误差比省级聚类均更小。

⑥研究样本为样本期间所有进口企业。为控制隔年进口

企业可能带来的估计偏误 .排除企业进口选择对研究结论的

影响，本文也以连续进口企业为样本重新检验了研究假设，结

论保持不变。

⑦匹配情况详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ciejournal.
ajcass.org)附件。

⑧描述性统计表格详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 (http://
ciejournal.ajcass.org)附件。

⑨具体的稳健性分析结果详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
ciejournal.ajcass.org)附件。

⑩详细分析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ciejournal.ajcass.
org)附件。

大为专利数据库根据专利的技术价值、法律价值、战略

价值、市场价值、经济价值五个层面对专利信息进行全方位的

评估，最终得出专利信息的价值度总体得分，得分越高专利的

价值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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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分利用国际标准行业分类(ISIC Rev.2)与国际专利

分类(IPC)对接表，从四位数 ISIC层面进行识别。

采用在基准模型中加入政策变量与中间变量的交互项

的方式进行检验，结论一致。

将样本限定在鼓励政策实施前具有关键设备进口记录

的企业，得到的结果符合预期。

以新样本重新估计的基准模型结果与前文的基准结果

并无明显区别。在控制企业年龄、资本密度、生产率等特征之

后，核心系数也无明显变化。这些发现不仅证明基准回归在

企业层面的遗漏变量偏误已较小，而且也说明新样本的规模

偏误对结果没有明显影响。这为提供与前文可比的信贷渠道

检验建立了基础。回归结果详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
ciejournal.ajcass.org)附件。

本文也尝试使用专利申请之后3年、4年、5年、7年的被

引用数据测度基础创新程度，得到的结论没有明显差异。

本文的结果不依赖于技术领域的分类标准，按照 IPC 4
位数细分为约1700个小类重新估计，结论不变。

基础创新统计结果详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
ciejournal.ajcass.org)附件。

本文还检验了进口鼓励政策对合资和外商独资企业的

基础创新活动的影响，发现核心变量系数在合资企业样本中

不稳定，而在外资独资企业中则均不显著。

通过比较进口鼓励政策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关键设备

进口的作用差异，发现国有进口企业的关键设备进口受鼓励

政策的影响高于民营企业，进口的关键设备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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